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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体战体制论

———战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范式的变迁

祁建民

内容提要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出发，重视法西

斯主义与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不但从农村运动和村落传统的角度分析法西斯

主义产生的根源，也从村落共同体及其机能组织方面揭示农村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
但是，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

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政策的“总体战体制

论”。 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其影响不容忽视。 从学术史角度讲，
“总体战体制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战后历史学”存在着巨大隔阂，但是在方

法论上，将“战前”特别是“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动员体制及其所引起

的社会深层变动与战后历史发展的关联，这给其后的农村战争动员研究带来广泛而深刻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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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总体战成为战争主要形态。 各国为支持战争实行全面动员，由此后方与前

方战场一样，战争将所有国民都卷入进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即迅速转入战时体制，农村战争动

员成为总体战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战时日本，农村不仅仅是提供兵员和粮食以及其他军用物

资的基地，更重要的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亦与农村有着直接关系，农村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提

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和组织资源，这里是日本战争动员的重心所在，所以本文拟从农村角度揭示和总

结日本战时动员的特征及相关研究成果。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日本农村运动的性质发生转变，村落社会的变动为法西斯主

义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反过来法西斯战争体制又利用传统村落共同体秩序强化了对农村的统

制，使得日本的农村战争动员更加严格、彻底。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涉及经济危机与

农民运动的分裂与转向、农村运动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农业组合的变质与战时统制机构、农村阶

层变化与村落权力关系的重组、在乡军人会与农村翼赞体制的形成以及农民支持战争的心态等许

多方面。 在研究范式上则经历了从“天皇制法西斯论”为指导的战后历史学向由“总体战体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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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学界的现代历史学的重大转变。① 本文关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并不局限

于具体政策的出台与对动员体制的研究，而是重点关注战后日本对于战争动员性质认识上的变化

及其所带来的研究范式转变。

一、 天皇制法西斯论与村落社会认识

战前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天皇制相结合，形成天皇制法西斯论，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

征。 自明治维新以来，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尚未发达，故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封建统治秩序最大限度

地保留下来，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发展成了天皇制法西斯论。 从战败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日本关于

农村战争动员研究的基本范式是围绕天皇制法西斯论展开的。 这种研究又分为马克思主义讲座派

和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观点。 总体上看丸山真男的观点影响更大。
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讲座派学者从经济结构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基

础。 其主要观点认为，明治维新的基本性质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以天皇制国家权力为本质的

绝对主义与日本资本主义及其半农奴制寄生地主制这种特殊经济制度在构造上的结合。 日本资本

主义在 １９ 世纪末确立的同时就转化为帝国主义，军事特征明显，是一种军事的、半农奴制的资本主

义。 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们提出了天皇制法西斯论，认为这种体制在维护绝对主义天皇制本质的同

时，又发挥着法西斯主义的机能。 强调天皇制是其主要特征，所以天皇制法西斯论成为马克思主义

讲座派学者对于日本近代史认识的基本立场。②

到了战后，向坂逸郎提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认识要从以下方面考虑，即日本经济、政治基本上

为金融资产阶级所统治，由此出现了在经济上受到压迫、反对垄断金融资本的中间层。 但是，这些

中间层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同时也感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 这个中间层将

其意识形态强调为超出阶级对立的“公正立场”。 而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挽救金融资本危机的势

力就是法西斯主义。 大内兵卫则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并不发达，但法西斯势力却能够依靠社会的

主要势力掌握政权，并且与实力强大的军部结合，这就是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特征。③ 田中惣五郎

则坚持强调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性，军阀、官僚与资本家、地主合作。 支持天皇制绝对主义的

资本家与西方情形不同，西方是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后才出现垄断，而日本则是在商业资本阶段即进

入垄断。④ 井上清认为，法西斯主义虽然标榜反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是要实现垄断资

本的暴力独裁，正如北一辉所说的那样，让垄断资本与国家融合，由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核心即军部

掌握国家政权以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⑤

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农村有着密切关系。 大内力在分析日本法西斯的特征时指出，日本法西斯

主义除了具有反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一般特征之外，在意识形态上还有着强烈的农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有关日本总体战（日语称“总力战”）体制的研究认为战时总体战体制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原型，主张总体战

体制论值得关注。 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在“满洲国”建立的总体战体制加剧了法西斯统治。 参见冯玮《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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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惣五郎『日本ファシズム史』、河出書房新社、１９７２ 年、８—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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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色彩，无论是右翼还是法西斯势力以及青年将校们都与农民有着密切关联。 在日本，如果说

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法西斯主义运动，还不如说是以农民为社会基础的青年将校成为农民要求的代

言人。 推动法西斯运动的直接意识并不是来自经济危机本身，而是从危机中产生了对“健民强兵”
这种体制遭到破坏而感到的危机。 旧中产阶级和小生产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威胁，同时也意识

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传统的国体被破坏，家父长制的家族传统受到冲击，“淳
风美俗”正在衰退，民族出现堕落。 总之，他们感到既存的价值观受到破坏。① 这才是日本法西斯

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日本战败后，丸山真男对天皇制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这种国家体制与近代欧洲国家不同，不

符合近代国家的原则。② 天皇制是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的核心，关于这种体制的实质，日本法制史学

者水林彪提出，律令天皇制是身份制社会统合秩序上的最高权力及其秩序体系的总和。 明治时代

虽然开始了从身份制统合向制度化的转换，但是共同体或疑似共同体的小集团依然存在于社会的

各个方面，身份制统合秩序成为近代法秩序，天皇依然是这种秩序的最高统治者。③ 安丸良夫认为

近代日本地域秩序形成过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新秩序的权威核心就是天皇制，以此实现了国家

的统合。④ 铃木正幸将天皇制与欧洲君主制比较，指出欧洲的王权要与身份制集团进行妥协，是二

元性权力构造，而日本天皇制是总体领有制，是一元性结构。 近代以后，在天皇与政府的关系上，虽
然在实质上是政府处于优势，但在天皇就等于国家的观念下，在形式上则体现为天皇对政府处于优

势。⑤ 戒能通孝就曾指出，法西斯主义与天皇制结合起来是日本的重要特征，以天皇的名义什么都

能做，这样就使得战争期间的暴力有了合理的根据。⑥

丸山真男认为要全面了解日本法西斯主义就必须要从军部和官僚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及其社

会基础以及这种势力与垄断资本的关系上分析。 但是由于涉及面太大，他主要是从法西斯主义运

动及其相关思想方面进行考察。 他首先将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大正八、
九年（１９１９、１９２０）一战结束到九一八事变之间的“民间右翼运动时代”；从九一八事变到“二·二六

事件”期间，民间运动与军部势力结合，制造出一系列事件的军部“法西斯运动全盛时代”；从“二·
二六事件”到战败，军部推行从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与官僚、封建势力和垄断资本政党之间形成

合作但却又不稳定的“日本法西斯完成时代”。⑦

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丸山特别注意到其与日本农村社会的关系。 他首先强调的就是

家族主义的倾向，即近代日本是将家族主义作为国家的基本构成原理来提倡的。 日本国家构造的

根本特质经常被说成是家族的延伸，即作为家长和“总本家”的皇室与其“赤子”构成了家族国家。
由这种家族国家观念而来的“忠孝一致”思想是明治以来绝对性国家公权的意识形态。 这虽然不

是法西斯主义所独有，但是作为政治运动的口号，在强调“国体”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则是一贯的。
第二个特征则是农本主义思想占优势。 本来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倾向是强化国家权力，由中央集权

来对产业、文化和思想加以统制，但在日本却把农村自治放在重要位置，抑制城市工商业生产力的

生长。 乡土农本主义者强调说，那些为了明治以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做出牺牲的农村现在出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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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而农村是国家的基础，是“成俗”的根源，所以必须开展农村自救。 由此便具有了反官僚、反
都市、反大工业的倾向。 日本法西斯主义出现的重要社会原因是农业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危

害最为严重，其后发生的一系列法西斯运动和恐怖事件都与农村极度贫困相关。 第三个特征是所

谓基于大亚细亚主义的“亚洲民族解放论”。 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中包含有将东亚从欧洲压迫下解

放出来的观念，但这是要代替欧洲成为亚洲的霸主。① 秦郁彦基本同意丸山的意见，他补充认为，
作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一般背景有战争疲惫、经济危机、社会主义革命威胁和紧迫的对外危机意识

这四项。 究竟哪些因素最重要，在德国来说是第一、二、三项，而日本则是第二、四项。② 日德法西

斯产生的背景不同。
丸山认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中坚力量是中间社会阶层。 这又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

小工场主、小作坊师傅、土建承包者、小商店主、工匠头目、小地主、自耕农上层、学校教员（特别是

小学校和青年学校教员）、村公所干部，还有一般的下级官吏、僧侣、神官等；另一类是城市工薪阶

层、文化人、记者以及知识分子和一些学生等。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第一类人。 由于

日本是家父长制社会，这些人在其所在的集团中对于普通店员、小工头、工人、一般工匠、小工、佣
人、佃农等下属来说就像家长一样，对下属的思想和人格进行统制。 这些人在日本社会结构整体中

虽然处于被统治阶层，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却具有“小天皇”式的权威。③

日本法西斯势力并没有稳固的具有组织性的国民基础，与翼赞运动同时诞生的中央协力会议，
也仅仅是个咨询机关，不过是个“下情上通”的机关。 由此，丸山便主张，日本法西斯主义没有德国

和意大利那样独自的国民组织，只是维持着明治以来的官僚支配的立宪体制。 至于日本为何没有

出现自下发起的法西斯运动，丸山认为，在法西斯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其来自下层势力的能量与这

个国家民主主义的强度有关。④

丸山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其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相关。 在日本式的“集合体”世界中，“集合

体”的存续和繁荣就是自身的目的，其成员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就被要求不断努力，并且要为之牺牲

和献身，这就是“灭私奉公”。 由此在各种“集合体”当中，站在统治地位或集团的立场上就要求被

统治者对“集合体”做出非常多的付出和牺牲。 在日本整合了个人的“集合体”并不只有一种，而是

呈现为家、村、国、工作单位等多重结构。⑤

中内敏夫认为，天皇制法西斯论与村落家族社会结构有关。 天皇制的原理就是将日本的社会

集团用家父长制的原理进行规范，将日本称为“一君万民”的家族国家。 不仅在家族内，在工厂、学
校也都如此。 军队更是按照这个家族原理编成。 兵营内，在“大元帅”面前百姓与富豪子弟的区分

以及学历上的差别都已消失，成为一种共同体社会。⑥ 不过，近来也有研究表明，在战时士兵及其

家族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平等，战前日本对于接受公的救济包括军事扶助者都有很强的偏见，在军事

邮政、战死者墓碑以及军人食品上都存在严重的不公平。⑦

专门从农村角度分析日本法西斯主义特征的，还有神岛二郎的《近代日本的精神构造》一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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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岛认为日本天皇制的正统性来源于日本的传统自然村秩序。 在自然村实体的瓦解过程中出现了

一种反作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背景。① 他认为自然村秩序包括以下五种原理：第一，神道

主义。 神道具有对共同体成员的情感、行为进行统合的机能，这与水稻生产相关，是古代氏族社会

的产物，对此可以用“和”来概括。 是以“魂与神” （个别心态与共同心态）观念为基础的。 近代以

来，与共同生产相关联的祭祀活动在农村依然保留，但祭祀形式被转用，法西斯时期的集体催眠就

利用了这一点。 第二，长老主义。 古代社会的秩序原理就是长老统治，社会要依赖于知识和经验积

累起的这种记忆和体验，由此，年长者就是有能力者。 被长老支配的人将来也能成为支配者，由此

便形成了支配的循环，所以在年轻一代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保守意识。 第三，家族主义。 以家长为中

心的统治权（家督的总领）构成了凝聚同族的结合原理。 近代以来，虽然出现小家族，但是这个原

理却被扩大到国家和社会层面。 第四，身份主义。 中世纪以来“一系型家族”②形成。 作为构成自

然村基本单位的“家”，在村落祭祀活动中有各种资格要求，由此形成“家格” （类似于中文的“门
第”）的观念，出身“家格”不同其身份地位也不同。 这种身份地位观念推而广之，在村落之间表现

为村落的地位差别，即“村格”，对于国家来说就成了国体问题（因为战时日本认为其皇国国体是最

好的）。 第五，自给自足主义，即自己生产和自己消费的经济原则。 在日本即使是遇到灾荒、饥馑

或政治上的苛敛时，这种经济体制也不会解体，只不过是村落团体与外部的交涉会进一步增强。 自

古日本列岛与外界接触不多，很少关注外界，只是单纯地对外界抱有好奇心。 近代日本人在“崇
外”和“排外”之间动摇，其对外意识并不固定。 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援用“广域圈论”，主张建立一

个自给自足的“圈”，这虽然具有“开放”的意思，但在内心却依然是“锁国”的。③

关于自然村对于人们观念意识的影响及其与天皇制法西斯论的关系，神岛提出五种意识，他认

为法西斯主义的农村战争动员体制许多来源于自然村观念。 第一，信仰生活中的“神 ＝ 人”观念和

“圣俗生活”的循环。 日本宗教中存在“氏神”和“人神”这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相互融合，导出“神
人合一”的意识，加上佛教轮回观念的影响，形成“现世”与“转生”的观念。 法西斯主义时期就有了

“天皇现人神”（即在世间以人的形象出现的神）的说法。 按照日本的传统信仰在家祭祀先祖、在村

祭祀氏神，在国家则祭祀英灵。 法西斯运动初期为了“节约”，曾一度停止祭祀活动，但到 １９４２ 年

又要求各村复活祭祀活动以提振士气就是这个目的。 第二，“努力 ＝ 报酬”观念，自给自足经济要

求人们必须勤劳生产。 同时“一系型家族”也就是生产单位，这就形成了以“先祖”为核心的家族劳

动经营形态。 村落内还有“总有地”（共有土地），以避免村内各“家”之间的贫富过于悬殊。 到战

争时期，政策的重点从农家转变为村落，建立部落组合，开展“皇国农村确立”运动，强调以村为单

位为国家贡献。 第三，是社会生活中的“服从 ＝ 保护”观念。 在氏族制社会中，每个人只要为家族

做出贡献就会得到保障，个人的生存之道就是服从，恭顺于祖灵就会得到庇护。 近代以后强调地主

与佃农之间的“温情主义”，到了战时则强调拥护国家，为国贡献，国家来保护国民。 第四，是政治

生活当中的“全员一致”原理。 这个原理来源于祭祀时与氏神一起吃饭要融合气氛的传统。 参加

祭祀的全体成员要有共同心，在神灯面前心灵一致。 由此成为自然村的一种传统。 本来，全员一致

是保证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为了避免各个人的意见不一致，无法形成决议，而又有了“村八分”（过
去日本村落中对违反秩序者的处分。 即在成人式、婚嫁、丧葬、建筑、火灾与水灾救援、生病、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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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島二郎『近代日本の精神構造』、２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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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忌日十种交往中，除丧葬与火灾外，全部与之绝交）规范，以从制度上加以弥补。 但是，这就

会形成完全无视少数人意志的多数暴力。 战争期间引用纳粹主义的理论，将“全员一致”复活，个
人意志完全被抹杀。 第五，对等外阶级歧视即“特殊部落”意识。 将反体制势力作为等外阶级，视
同邪恶、污秽和恐怖，进行隔离。 例如法西斯时期对于国内其他宗教的镇压，将俄国共产主义也视

为“特殊部落”。① 由此，神岛总结认为，天皇制权力的根据就是日本自然村秩序，以中间层为媒介，
中间层的安定便是天皇制稳固的基础。

关于村落“全员一致”的原则，守田志郎认为，由于村落内关于生产和生活的决议都涉及每家

的切实利益，如果多数可决，那么少数人就会受到无法承担的损失，所以需要反复调整直到基本上

都感到满意，但是要做到完全满意也不可能，这时就得靠“不得不忍耐”来达成“全员一致”。② 笹

川裕史就认为，日本传统村落社会不允许“个人”的存在，村民都被严格地组织起来，这种村落结构

十分适合总体战动员统制，村民们即使生活再艰难也只能依靠村落整体的协调，作为村落的一员来

行动。 因此在这里几乎听不到对于战时体制怀疑和批评的声音。③

在农村法西斯动员体制中还活跃着各种依据年龄划分的集团，青壮年成为推行战争动员的主

力，这种跨越家族关系的年龄组织构成了战争动员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江守五夫在《日本村

落社会构造》一书中对于日本村落的“年龄阶梯制度”与法西斯运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
明治国家将以天皇家为宗家的“家族国家”观念作为其统治正当性的根据。 家父长制的“家”制度

和“同族制”自然村秩序是天皇制统治的保证。 但是，如果以家的制度来作为统治臣民的媒介，家
族一般所固有的对于自家利益的关心就会成为国家掌握臣民的一种障碍，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

市民家族的形成，这种障碍会愈益明显，就会出现厌战的、个人主义的情绪。 为了消除人们这种对

于“私”和家族利益的关心，国家又推行“年龄阶梯制度”，以此强化天皇制国家。 这就产生了地方

改良运动和“矫风组织”活动，推行官方青年团运动，将在乡军人会和青年团结合起来，在青年团之

外再建立壮年团。 国家通过这种“年龄阶梯制度”与同族自然村制度并列起来，以此最大限度地推

行“灭私奉公”，把国民彻底卷入战争动员。④ 矶田进等的研究则表明，村落青年组织既有独立于家

族，增加地域凝聚力的作用，同时也承担作为村落的次一级组织即行动队的角色。⑤

日本这种根源于其传统自然村落秩序并与当时农村社会有着内在关系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与

德国的那种通过反对传统权威和身份制道德规范而获得国民广泛支持的纳粹主义有着明显区

别。⑥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动员十分彻底，较之德国几乎没有什么抵抗。 日德之间这种不同的

动员体制也影响到战后两国关于战争责任的态度、记忆和在赔偿问题上的差异，值得深入思考。

二、 天皇制法西斯论与农村战争动员研究

在从理论上分析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与农村社会内在关系的同时，研究者们对于法西斯体制下

利用村落共同体内所开展的战争动员进行了具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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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茂树等指出，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出现农村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开展农村更生运动并与农村

救济政策结合起来，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 运动首先是在“指定村”中展开，在县知事的领导下将

村内有势力的人组织起来，建立更生委员会。 委员会的成员以农业生产的中坚性人物为核心，取代

了以前的寄生地主和中间商人，因此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掌握了村落实权。 在农村在地地主制得

到强化，同时通过产业组合也为垄断资本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 由于在债务整理时是以部落为

单位负有连带责任，这样以部落为单位的农事组合便获得法律承认。 由此邻保共同体就成为法西

斯主义的社会基础。① 藤井忠俊也认为农村更生运动是形成法西斯主义动员体制的重要契机。 通

过以产业组合为核心的组织化消除了农民组合运动，协同组合主义和农本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这便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动员的广泛基础。②

森武麿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有三个基本要素：反革命、经济危机和战争。 反革命指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２９ 年间的“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１９３２ 年依据治安维持法对共产党进行

检举的同时对工农运动也开始镇压。 经济危机即昭和时代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日本走上了

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战争便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太平洋战争的十五年战争，特别是日中全面

战争开始后，日本极力构筑总体战体制。 这三大要因连为一体在这个时代同时形成，这就是日本法

西斯支配体制出现的必然性。③

森指出，日本农村法西斯体制的形成来自于社会和国家两方面的作用，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自下

而上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国家从上而下的对农村重组的这两种合力造成了农村法西斯主义体制的

最终形成。 作为农民运动左派的“全农会派”在 １９３４ 年到 １９３６ 年之间逐渐与“全农总部派”合流。
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全农派改组为大日本农民组合，提出“维持和增进农业生产力”，主张实行

“日满中综合的农业政策”以及向“满洲”移民。 而在右翼农民运动④方面，由于 １９３３ 年以后，左翼

农民运动出现停滞，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的大日本农民组合与皇国农民同盟共同成为了推行

“自下而上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社会团体。 到了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新的农民运动发展出农地制度改革

同盟，主张佃农土地国有化、建立土地管理制度和家产制自耕农，依靠正在发展的法西斯主义实现

土地制度的改革。 大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农民总同盟和日本农民组合都参加的社会民主主义农民

运动和“日本主义”⑤的农民运动实现统一。 另外，从农本主义向右翼农民运动的转换则是“自下

而上的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社会基础。 自治农民协议会发动的“拥护农民生活”请愿活动，以及

长野、茨城、新潟的农民自治运动汇聚形成了地方大众的法西斯运动，１９３６ 年以后整合为皇国农民

战线统一运动，由此成为“日本革新党”的支持基础。⑥

森认为由国家推行的“自上而下的重组”是法西斯体制形成的另一个因素。 经济更生运动在

吸取农民能量的同时推进了产业组合和农事实行组合的建立，这些组织承担了日中全面战争后国

家总体战体制下对农业实行统制的任务。 特别是 １９３８ 年以维持、发展农业生产力为目的，限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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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１９７７ 年、８８—９０ 頁。
森武麿『戦時日本農村社会の研究』、１９６—１９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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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土地所有制的《农地调整法》出台，这是对 １９３２ 年以来的更生运动中相对于土地所有而更主张

经营优先的“生产农民”实行法律保障。 这就意味着那些对生产力发展不利的不在地地主和不耕

作地主的历史性失败。 由此也回避了变革所有制而只是将生产力主义作为基本政策，用法律保障

了农村“中坚人物”即耕作地主和中农阶层的生产活动。 《农地调整法》的出台、地主团体机能的停

止、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的成立和战时农业统制的组织化，这些法律和措施就成为推进总体战和法西

斯体制的重要契机。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相互结合促成了翼赞体制的确立。①

农村法西斯体制在地方上也有不同特点。 森举出了三种类型。 首先是东北型，以地主制为基

础的农村组织具有顽强性，他们一贯企图增加地租或收回土地。 地主势力要将雇农、贫农赶去“满
洲移民”，另外还有把贫农层组织起来的翼壮团体（即大政翼赞会的外围团体）。 这就把旧的地主

统治秩序移入到法西斯体制之中。 其次是近畿型，地主制被弱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得到

发展，自耕倾向显著，由此成为法西斯体制下最安定的农业生产力基础。 第三就是养蚕型，由于养

蚕业衰退，地主制动摇和农民势力成长的这两种趋势相互抵制，成为最不安定的经济构造。 在这里

地主制解体，但自耕农也不稳定，最终都被法西斯主义的天皇制所掌控，在这方面作为更生运动核

心的长野县最为明显。②

森认为，农村动员体制的形成与村落阶层变动相关。 在战时农村体制下，通过其“人格和行动

力”统帅全体农民响应国家政策的是那些新型“革新”领导者们，他们以耕作地主为核心包括自耕

农上层和中小地主，同时自耕农的中坚势力和自耕兼佃户的上层中农等“农村中坚人物”的作用也

不可忽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首先是在昭和农业危机的状况下，当“米和蚕茧的经济结构”
被破坏时，培养维持安定的中农就成为国家的重要课题。 由此开展了系统农会③的自力更生运动、
农家经营改善事业和创设自耕农事业。 其次，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面对粮食危机，国家竭力推动

增产，这样作为农业生产担当者的中农层就成为国家最要掌握的力量。 开展以系统农会技术员为

媒介的粮食增产奖励活动，国家及其系统农会直接深入农村末端，通过统一品种、统制种植、配给肥

料和统制劳动力等实现对农业生产力各种因素的控制。 由此耕作农民成为了国家的协力者，这就

导致了中农层的产生。 第三就是在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由于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地租率的提高

导致寄生地主制内在矛盾的激化，作为租佃争议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自耕农兼佃户的上层和佃农上

层等这些人的能量被国家吸收并重编。 也就是说，由地主和佃户这种农村基本生产关系所构成的

矛盾已经转变为依据农本主义和生产力主义而由国家对地主进行制约，作为战时农政中统一战线

担当者的中农层便从阶级对立中脱离出来。④

宫泽正男编辑的《农民组合运动史》一书认为，在农业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骤降，不
仅是佃农，就是自耕农、中小地主也受到严重打击，以呼吁救济农村中这些阶层的势力为基础的右

翼农民运动开始抬头。⑤ 北日本农民组合在人民战线事件⑥时，当其领导人被检举之后，其政策便

发生“转向”，在新的行动纲领中提出了彻底进行农民自治的共存共荣，实行战时农业政策，扑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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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武麿『戦時日本農村社会の研究』、１９７ 頁。
森武麿『戦時日本農村社会の研究』、２３４—２３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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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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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积极配合国家非常时局的政策。① 农民运动由此进入低潮，租佃争议在 １９３５ 年达到高峰，
到了 １９３７ 年则大幅下降。② 林博史研究了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中警保局的作用，认为“农村警察”
积极介入到租佃纷争之中，在镇压农民运动的同时极力调节地主与佃户的关系，由此清除了实现法

西斯化的障碍，为社会动员提供了条件。③

庄司俊作关注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右翼农民法西斯运动与军部政变的关系。 １９３２ 年日本

发生了向国会请愿运动，要求国家资金更多地向农村倾斜。 右翼农民不但批判现存政党与财阀勾

结，还在九一八事变的排外风潮中支持对中国的侵略，主张“反资本主义”“反城市”的革新口号，要
求制定农家负债对策和肥料资金对策，提倡向满蒙等海外移民，实行减少收入差距的工资改革等。
正是在这种请愿运动的顶峰期出现了军部急进派的政变事件。④

美国学者杨格（Ｌｏｕｉｓｅ Ｙｏｕｎｇ）在《总动员帝国》⑤一书中从近代日本发展过程分析了右翼农民

运动出现的历史背景。 自明治时期开始，日本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城市和工业，农民负担沉重，
由于农产品在与工业品的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城乡工资差别扩大，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 但由于

失业、经济危机和疾病等原因，这些农民又不得不返回农村，这就使农民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
正是基于这种不公平感，农村改革主义者对于大资本、资本主义和政府以及与其相连的城市产生敌

意。 农村改革活动家们便提出要从城市腐败的阴影下保护农村。⑥

荒川章二以静冈县为中心分析指出，在特定地域里开展的军事动员活动促进了地方战时体制

的形成。 这些活动包括征兵、战争动员、守备队派遣、战争协力体制以及军队新设、军事演习、战争

舆论等。 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动员体制有如下特征：第一，由军队———帝国在乡军人会———
青年团为骨干开展彻底的组织动员和舆论工作。 第二，以乡土部队即本地出身军人的出征和在前

方战场活动为契机形成后方支援组织，发动彻底的战争动员。 第三，由在乡军人会和青年团组织为

出征士兵祈愿健康、祈愿武运长久并利用神祇组织，联合行政机构形成包括町村全体成员的战争狂

热气氛。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便在地域社会里由地方行政机关推动征兵活动，给予现役军人以

“荣誉”，不仅是对士兵本人，还授予其家庭和亲族集团以“荣誉”，由此形成了出征士兵与地方社会

的联系，推动了地方上的“国民化”过程。⑦

同样是对地域社会战争动员的研究，大门正克和森武麿认为农村的产业组织化发挥了重要作

用。 他们通过对庄内地区的村落史研究发现，在 １９２０ 年到 １９３０ 年期间，村落出现产业组织化，其
起因是在经济危机之下小商品生产者出于扩大生产内需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恒义会、产青连等

产业组织虽然对于原有的村政秩序来说属于异类，但正是这些组织在战争时期的农村社会运动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更生运动中，村内成立振兴委员会，其成员既包括上层人士也有通过投票

而参加进来的其他阶层人士，具有流动性。 在翼赞选举时，以产业组合为后盾的人纷纷当选，他们

与过去的名望家不同，代表了产业职能组织的利益。⑧

战时村内动员体制的形成渠道在各个村落也不尽一致，小林启治对三个典型村落进行了描述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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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首先是舟桥村的防空活动，该村以组织防空训练为契机强化了地域内的动员能力。 弥荣村则是由村

落统合组织更生委员会、振兴委员会完成了战时体制。 青木村本来有农民运动，但是当农民抗议活动受

到镇压后，在战时体制下这个村的独自性丧失，完全被行政机关所统治，被动卷入到战争体制之中。①

油井正臣认为军部主导的动员体制是通过军国主义教育和对地方青年的组织而形成的。 日本

陆军很早就开始关注总体战，深入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所形成的长期战争体制。 小

矶国昭写出《帝国国防资源》，永田铁山写出《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提出国家总动员，要对一切

资源进行最有效的统制和分配，这就包括国民动员、产业动员、交通动员和财政动员等各方面。②

１９１５ 年，日本陆军组成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研究参战国的总动员体制。 １９１６ 年提交的报告书

《参战诸国的陆军》中提出，为了确保资源必须建立自给自足圈，实行战时产业动员，确保劳动力，
对运输和通信进行统制。 其中特别强调了国民精神的团结，要在观念上宣传国体论，排斥反体制思

想。 军部中积极推动总体战的还有田中义一，他组织建立帝国在乡军人会。 通过对德国的考察，他
特别关注德国青年组织及其教育状况，归国后便计划组织统一的青年团。 他提出青年团员的年龄

应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到参加征兵体检前，最大 ２０ 岁左右。 青年团不是自治团体而是教养团体，要
与帝国军人会直接联系，以统一青年思想为目的。 其后又建立青年训练所，按照军国主义思想教育

青年，以建立适应总体战的国民统合与大众军队的基础。③ 关于农村青年训练所的情况，近年发现

的一名农村青年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作为征兵前的教育、训练十分严格。④

在乡军人会是推动农村动员体制形成的骨干势力。 藤井忠俊认为在乡军人会带有日本特征，
是贯彻军国主义思想和推动地方军事化动员的重要组织。 藤井分析了农村在乡军人会的产生过

程。 自近代征兵制实行以后被征召参军的年轻人往往会有不平等感，因为在征兵时，如果有钱的话

就可以找人代替当兵，其后这项规定虽然受到批评而中止，但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在学者依然可以延

缓，出国者也可以是特例，这样就造成了如果有钱就可以逃避兵役的状况，上层家庭很容易逃避兵

役。 面对这种不平等感，日本不是采取由国家予以补偿的方法，而是在共同体内部予以应对。 在村

落内成立尚武会或征兵义会，对于出征者召开欢送会，回村时举行欢迎宴会。 这不是救济而是一种

荣誉上的安慰，其费用则由村里的有钱人负担。 另外，将复员军人组成士友团，其目的是让回乡军

人不要做出有损军功和荣誉的事。 由于回乡军人发生犯罪会被褫夺勋章，为此就需要加强对回乡

军人的教育管理，许多地方便成立了军人共励会。 １９１０ 年成立了统一的在乡军人会，其成员的标

志是都有一个奉公袋，内装勋章、军队手册、存款存折（注意每天节约以多存款）等。 在乡军人会不

但受町村的领导还要服从军部的管理。 １９１４ 年的军队教育令提出“良兵就是良民”的口号，强调要

塑造“优良的国民”。 在乡军人会就承担这项军国主义教育的任务。 日本的在乡军人会几乎不进

行救济活动，这一点与西欧的在乡军人会有很大不同。 在乡军人会的主要任务是与村落原有的青

年会合作，推动所谓的道德改善。 这些道德包括身体健壮、意志刚强、忠君爱国；富有义务精神；注
重“协同、规律、服从”的三大“德义”等。 例如，过去在农村开会时往往不准时，在乡军人会就强调

遵守时间，服从纪律，认为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在农村振兴活动中也按照在乡军人会的意见，提
倡“早晨早起，精神饱满，严格遵守时间，甘于粗食粗衣，保持勤俭，率先参与公共事业”。⑤ 在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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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还组织设立忠魂碑、举行招魂仪式、捐献飞机等活动，成为在地方上维护征兵制的最主要组

织。① 油井认为，正是由于学校军国主义教育的展开和在乡军人会、青年团的建立，使得军事化动

员进入到地域社会。②

关于战时日本普通民众对于战争动员的态度，研究者间有不同认识。 南相虎对此有过总结，比
如安田常雄认为民众对于战争动员只是一种被动的姿态，但是板垣邦子则认为从农村振兴的角度

看农民对于战时动员政策是积极、能动地予以支持的，因为他们对于战时革新抱有很大期待。 南相

虎通过对一位叫大川竹雄的农民进行分析后认为，大川在战争期间将农业的意义上升到“神圣”和
“国防”的高度，并为此感到自豪。 可见，战时作为“国家的一员”的这种战争动员观念已经渗透到

最基层。 对此，仅仅用国家对社会的强制是无法解释的。 当然这位农民对于农业的这种认识是同

其追求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升的企图有关，他的这种想法与国家的农业政策有一致性。 不过，这位农

民对于国家动员中的一些不公也有埋怨。③ 鹿野政直通过对一份农村青年杂志的分析，认为农村

青年希望打破村落内的阶层性，要人们自觉地将自己与国家直接联系起来。 在乡军人会则对于促

进农村青年主动参与改革、自觉为国家担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关于农民对战争的态度，吉见义明通过对日本社会底层即草根阶层的法西斯运动所进行的深

入研究，发现法西斯运动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⑤ 吉见根据 １９３７ 年末企划院产业部的调查《事变

下农山渔村的思想动向调查》等资料分析发现，在农村地区，中流以上的民众生活有保障，他们对

于所谓“圣战”基本上都积极支持。 但是，中流以下的民众由于战争的持续影响到其生活，因而对

于“圣战”的宣传不容易接受，他们要求战争尽早结束。 但是，仔细分析中流以下民众的心态就会

发现他们希望战争尽早结束是与其个人的具体利益以及权利挂钩的，比如战争若再持续下去，自己

的第二、第三个儿子就要被征兵，他们希望在皇军牺牲的地方确立起日本的统治以确保本国的权益

等，可见在最底层民众中也明显存在“草根帝国主义意识”。 所以，不能说中流以下的民众不支持

战争。 另外，在农村中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中提倡节约以降低消费和增加储蓄等降低生活水准的

要求也是有所反对的。 与在战争中受益机会较多的城市不同，农村民众自甲午战争以来就付出了

很多牺牲，他们对于节约宣传抱怨说现在还能再做什么？ 他们支持战争的动机就是如何改善现在

的低水准生活，因而对战争领导体制不满，期待战争结束后生活得到改善。
关于农村青年参军后的感受，吉见发现农村青年入伍后比较满足，适应军队生活。 对于出征士

兵来说，他们虽然一方面担心走后家中的状况，另一方面到部队后就从艰苦的农活中解放出来，可
以每天洗澡、吃好饭、穿上漂亮的皮靴，还有工资往家里寄。 与在农村相比，军队里有一种不分贫富

和身份的“平等”。 在军队接受教育可以使自己的才能、身份得到提高。 如果能当上下级军官如伍

长、军曹等则在复员后就可以成为村里的领袖。⑥ 大岛孝一也认为，农村青年把参军作为一种“奉
公”，与艰苦的农活相比，在军队里能一日三餐并得到教育，他们比城市青年更加适应军队生活。⑦

不过，近年关于战时日本士兵精神创伤的研究表明，在上下等级森严的军营生活中由于经常受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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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藤井忠俊『在郷軍人会　 良兵良民から赤紙·玉砕へ』、３３８—３４０ 頁。
油井正臣、藤原彰、吉田裕『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４　 軍隊　 兵士』、岩波書店、１９８９ 年、４７３—４７７ 頁。
南相虎『昭和戦前期の国家と農村』、日本経済評論社、２００２ 年、８—９、２０７、２３１—２３２ 頁。
鹿野政直『兵士であること　 動員と従軍の精神史』、朝日新聞社、２００５ 年、１１９—１２４ 頁。
吉見義明『草の根のファシズム　 日本民衆の戦争体験』、東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６ 年。
吉見義明『草の根のファシズム　 日本民衆の戦争体験』、１３ 頁。
大島孝一『戦争のなかの青年』、岩波書店、１９８５ 年、９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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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斥责以及私下制裁，士兵患上精神衰弱和精神分裂等精神疾患的也不在少数。①

关于农村青年的战时心理状态，吉见义明根据一位农民的战时日记揭示出了一般农民的心态

变化。 山形县有一位农民叫阿部太一，他的战时日记记述得十分详细。 太一是佃户家的长子，家中

有父母、妻子、妹妹和两个弟弟。 他们家在村中的社会地位很低，直到 １９３６ 年才买到了村落会议的

成员权，他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上升而顽强努力。 在经济危机时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

影响，当听到共产党被检举时他认为是现在的社会制度有问题，对于九一八事变他也持有疑问。 日

中战争全面爆发时他开始也不太关注，专心于农业生产。 但是，村里最初的征集令将他用来耕作的

马作为军马征收，由此受到冲击，产生不安。 其后，他弟弟参军，这给他家经济上带来好处。 不但得

到了“兵役义救金”（捐款救助金），特别是在村里举办“中国事变一周年纪念武运长久祈愿祭”时，
他们家受到招待，父亲收到了盒装点心、杏和护身符等，他们感到这是很高的荣誉。 其后，政府实行

大米强制征购，对化肥、农具等也实行统制。 太一对于大米强制征购虽然也有不满，但还是积极地

参加了村里的战争支援活动，成为部落会常会的经济班成员（后来升为班长），他还成为村里大日

本翼赞壮年团成员，由此他完全投身到支持法西斯战争的动员活动之中。② 可见，战时普通农民对

于战争基本是支持的，这与他们改善境遇的要求相关。 安田常雄的研究表明，农民对于军部和政府

的政策存在着“爱国心”和“生活利益”的两种心理状态。 他们对于现实政策有时在可能范围内表

示不满，但他们又被“东亚新秩序”这种空泛宣传所吸引。 他们即使发泄不满也只是针对农会和产

业组合干部，认为其违反了“经济的正义”，但这是以接受军部政策为前提的。③

三、 关于总体战体制论的争论与农村战争动员研究

战后日本经济曾出现高速增长期，日本为什么成功引起了研究者关注。 一些人十分自信，强调

这种模式的先进性，并从战后发展与战时体制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由此出现了关于战时与战后关

系的研究。 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战争和冲突的形态发生变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导致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末期出现了总体战体制论。 对于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出现的社会历史基础，吉田裕已有详

细分析。④ 当然这种理论的出现也有其学术史的背景。
现在总体战体制论已经成为日本关于战争动员研究的主要范式，大多数学者均受其影响，农村

战争动员研究也不例外。 许多研究者受总体战体制论的影响，从“战前”与“战后”连续性角度考察

农村战争动员，对于战时农村动员政策及其影响持肯定或非价值判断立场的研究越来越多。 本节

将结合总体战体制论产生的背景及围绕这种范式所展开的争论来梳理近年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

的最新动向，以深入解析出现这种研究观点的思想背景。
关于总体战体制论产生的学术史背景和过程，森武麿曾有很好的总结。 他认为，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对于日本史学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从 １９４５ 年战败到此之前都属于“战后历史学”⑤阶

段。 受到战败冲击，研究的关注点是对于这场侵略战争发生的原因和性质的分析，一般是从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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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中村江里『戦争とトラウマ　 不可視化された日本兵の戦争神経症』、吉川弘文館、２０１８ 年、１６３—１６６ 頁。
吉見義明『草の根のファシズム　 日本民衆の戦争体験』、７—２１、８６—８９ 頁。
安田常雄「戦中期民衆史の一断面—ある生活記録の紹介を通して—」、『年報·近代日本研究 ５　 昭和期の社会運動』、

山川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
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　 戦後史のなかの変容』、岩波書店、２００５ 年、１４３—１４９、２７９—２８４ 頁。
“战后历史学”是指在对战前皇国史观和亚洲发展“停滞论”批判的基础上出现的史学，在主张实证研究的同时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或近代主义展开研究。



祁建民 ／ 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体战体制论

国家的对比中揭示近代日本所带有的后进性、封建性和前近代性等特征。 代表性的理论是马克思

主义史学和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的近代主义理论。 但是，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年鉴学派、数量经济

史、历史人口学和世界体系论的出现，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现代主义的传入，“国民国家”论成

为主流，“战后历史学”开始凋零。
总体战体制论出现的另一个学术背景是关于“战前”与“战后”连续性的研究。 以往日本学界

对于“近代日本”和“现代日本”的划分是以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为界的。 “战后历史学”将战前和战

后严格区分开来，战前是天皇制、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战后则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强调战前

与战后的“断绝”。 但是针对这种非连续性的“断绝”论，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出现强调其关联性的

“连续”论。 首先是在经济学界，大内力批判战前的马克思主义讲座派理论，认为日本也符合资本

主义的一般发展阶段论。 同样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日
本的特殊性并不是由于其具备固有的特质，只不过是在发展阶段上的“落后性”而已，战前与战后

有连续性。 以世界经济危机为契机，１９３１ 年制定的通货管理制度十分重要，依据通货膨胀对策加

强了对劳动力的管理，开始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而战前与战后是连续的。
有些研究者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此强调战后资本主义与战前的

连续性。 加藤荣一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分析，认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即在“举
国一致”目标下的劳资同权化、福利国家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体战以及魏玛体制开始的。
日本史研究者也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开始的起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时期。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战后改革”系列丛书。 这样，对于战后历史的评价就从“革命”
改为“变革”再变成“改革”。 从这种用词轻重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关于战前与战后“断绝性”的革命

论历史观的弱化，而强调其“连续性”的认识在逐渐增强。
不仅从经济学角度，在政治学方面也有强调这种连续性的研究。 松尾尊兑、田中彰等认为

大正民主主义和战后民主主义有连续性，从自由民权运动到大正民主主义直到战后民主主义

都是连续的，战后和平宪法并不是美国强加的，而是由自由民权运动以来日本民众的内在要求

所决定的。
这种连续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森武麿所指出的，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关于战前与战后“断

绝”与“连续”问题的讨论出现了全新的视角，即不仅主张“战前”和“战后”是连续的，还在这中间

加上了与“战时”的连续性问题，其典型就是总体战体制论的出现。 由此带动了“战时”研究的变

化，在学术界出现了关于“战时”与“战后”关系的热烈讨论。①

关于总体战体制论的出现背景，高冈裕之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５０ 年之后冷战终结，世
界范围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战后体制被动摇以致终结。 另外，后现代主义带来了人们对于

“近代”的批判和怀疑。 总体战体制论恰恰与此前的那种从战时日本的“半封建”“前近代”“非合

理”的方面所得出的天皇制法西斯论相反，强调战时体制“近代的”“现代的”“合理的”方面。 当然

在日本出现这种右的观念的原因还有对“战后民主主义”评价的相对化以及对战后日本经济高度

发展这一时代认识上的变化。 正是由于这种“脱战后”意识使得总体战体制论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后期开始广泛影响到社会科学领域以及新闻报道方面。 所以在战后体制结束的同时，“战后思想”
的主导权也随之丧失。② 岩崎稔也认为，山之内靖提出的总体战体制论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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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上内容均来自对森武麿如下文章的概括和引用。 森武麿「総力戦·ファシズム·戦後改革」、倉沢愛子ほか編『岩波講

座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 １　 なぜ、いま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か』、岩波書店、２００５ 年、１２５—１６２ 頁。
高岡裕之『総力戦体制と「福祉国家」 　 戦時期日本の「社会改革」構想』、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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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倒塌，失去对抗者的资本主义由新自由主义进行改组的历史背景有关。①

总体战体制论提出的标志是 １９８８ 年山之内靖发表的《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理

解今天的日本》一文以及其后他与别人合编的《总体战与现代化》一书。 在前一篇文章中，山之内

首先提出战时动员体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强调了“战场”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他认为，在战争社

会史上较之于“断绝”，其“连续”的方面则更加重要。 总体战体制就是为了应对在平时不会发生的

那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状况，因此这种体制会引起社会构造的变化。 他根据当时欧洲学界关于战争

期间与战后关系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归纳出关于“战时”与“战后”关系上的四种论点。 第一种认

为，战争动员体制虽然带来变化，但由于战争是非日常的状态，所以当战争结束后又恢复到原有平

衡状态，也就是战后经济社会的发展背景，是将战争期间除外的，只与战前有连续性。 第二种认为，
战时动员体制是战前就开始孕育了的内在的结构性能量，由于战时国家权力的杠杆作用而被从上

向下推进。 因而考察战后的社会构造不能离开对战时动员体制的研究，战前的社会结构变化已经

规定了战后的发展。② 第三种认为，战时动员体制虽然不是在社会经济构造中可以任意决定的，但
因为战时特殊状况引起了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的变化，继而又由国家对下层社会的统合政策进入

到制度领域并具体化，这在战后发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第四种认为，战时动员体制即使是非合理

的，但是为推动战争，通过严格命令将资源和制度都服务于战争，从而实现了合理配置。
山之内靖引用了大河内一男的如下观点，即日本的战时体制是以外出打工型的这种前近代的

劳动关系为前提的，但由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精神动员实现了对劳动者的统合。 战时动员体制使得

日本型劳动关系所带有的前近代特殊性遭到解体。 由此山之内认为战争时期国家这种强大权力下

的合理化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
山之内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已经从大量生产体制向柔性生产体制转变，也就是民族国家的联合

企业垄断统制和劳动组合团体的统制力在减退，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与企业中的劳动者之间的共同

利害关系得到加强，企业与劳动组合携手在设备投资、劳动力配置和雇佣政策上相互柔软地应对。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大量生产体制造成了经济停滞，而西德、意大利和日本却迅

速转变到柔性生产体制。 这样看来，罗斯福新政体制到了战后已经过时。
山之内强调，不应忘记现在正向最先端迈进的、受到世界瞩目的日本产业组织与战前的联系。

即在战时动员体制下对跨行业劳动组合实行镇压的历史，正是由于这个镇压的历史造成了早熟的

公司劳动组合形态的形成。 现在罗斯福新政体制与法西斯体制的比较研究已经不是历史研究的重

心。 世界史上先进的后现代社会的典型是日本，虽然有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历史，但是现在却拥有以

公司劳动组合为核心的坚强的劳资关系，这个反差不能被忽视。 山之内认为，无论是罗斯福新政体

制还是法西斯主义体制都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由资本对社会各种能量进行调控的过程，体系化的

世界资本主义都是以强有力的国民统合作为前提而登场的，这样在历史上就带有了压制的色彩。
但是，现在考察战时体制，就要注意到日本这个柔性生产体制的典型。③

山之内靖与考秀曼（Ｊ􀆰 Ｖｉｃｔｏｒ Ｋｏｓｃｈｍａｎｎ）、成田龙一合编的《总体战与现代化》④一书影响更

大，标志着总体战体制论的形成。 考秀曼在该书序言中提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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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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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崎稔「近代の帰趨を問いつづけて　 追悼　 山之内靖先生」、『クヴァドランテ：四分儀　 地域·文化·位置ための総

合雑誌』（１６）、２０１４ 年。
早在战时，日本就有关于农民运动的发展与战时中共政策关系的研究，揭示了农民运动从战前到战时的发展、扩大过程。

参见尾崎秀実「独ソ開戦と重慶の立場」、『尾崎秀実著作集』第 ３ 巻、勁草書房、１９７８ 年、２６２—２６４ 頁。
山之内靖「戦時動員体制の比較史的考察—今日の日本を理解するために—」、『世界』１９８８ 年 ４ 月号。
山之内靖、ヴィクター·コシュマン、成田龍一編『総力戦と現代化』、柏書房、１９９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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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流观点是“进步史学”，本书则是从各种角度对其进行批判和再思考，因为这种史学只是对战

前作为学术权威的历史学和国粹主义进行批判。 但是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在对战争期间处于统

治地位的秩序进行修复的同时，对于战后体制中日本的成功已经逐渐被肯定化。 该书的执笔者们

对于战后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制度是从战时就已经实行的那些连续性上进行分析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后出现的历史观包含着对总体战体系的这种认识，这就是抛弃了将“战后”与“战时”分割开来

的观点，认为这两个时期在很广泛的方面都存在着共同性的联系。①

山之内靖在该书关于研究方法论的序论里提出要将总体战和社会系统论综合起来。 他认为，
要注意到近代社会形成以来，第一等市民和其他等级市民存在着的阶级区分，而近代社会作为强有

力的国民国家就必须实现政治上的统合，由宗教的价值观所塑造的具有权威意识的市民就是其重

要前提。 日本 １８９０ 年发布的“教育敕语”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则，具有这种意识的市民才是真正

的市民，其他的则成为第二等、第三等市民。 但这样就会造成一战期间俄罗斯那样的社会危机。 总

体战不只是将一国的资源动员起来，还包括将人力资源也全部动员起来以达到战争的目的。 而低

等级的市民便成了实行总体战体制的重大障碍，因为他们对于推动战争缺乏内在的动力。 由此纳

粹德国就实行了“强制均质化”（Ｇｌｅｉｃｈｓｃｈａｌｔｕｎｇ），这也被称为“希特勒社会革命”的一部分。 把带

有统治世界使命的日耳曼民族的这种意识形态与非日耳曼民族进行区别，进而排斥犹太民族。 在

肩负着统治世界任务的集团内部，以总体战时代的“民族命运共同性”为口号，要取消所有成员间

社会身份上的差别。 总体战体制就是要解决近代社会成立以来所包含的纷争和对抗，使全体人民

在国民共同体的“命运一体性”口号下统合起来。 这样，“强制均质化”就不仅仅是促进了支持战争

的这一非合理状况，而是在对人的资源全面动员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使命，由此则

促进了合理化的发展。 山之内主张，总体战体制就是形成机能主义的组织，这是实现系统社会的重

要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都复归到和平的日常体制，但是，这种复归并不意味着是复归到战

前的状态。 各国社会都走上了由总体战体制所促成的，经过社会机能主义改造的新轨道上。 从这

个角度来说，由总体战体制所改造的结果就是“从阶级社会向体系社会”的变动。
山之内在另一篇文章中说，经历了总体战时代，我们的社会已经消除了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区

别。 总体战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公共性失去了其独自的领域，已经与市

民社会和家族层面融合起来，家族生活已经带有公共的性质，消费生活也通过劳动主体的再生产把

人的资源作为战争动员的基础。 大河内一男的社会政策理论认为“社会综合资本的合理性”，不只

是将家族及其附带的消费生活，甚至把国家也作为社会循环的一部分而重新组织，这是一种彻底的

现代化思想。②

山之内靖对于总体战体制予以高度评价，他主张总体战体制强化了国民共同体的命运共同性，
提出了许多相应的社会政策。 这种战时政策将阶级对立转化为制度性的劳资交涉，或者使得民族

差别被市民权的平等所“稀释”，对于服兵役市民的死亡和战争伤残的补偿措施，让权力的社会化

更加普及。 总体战时期的社会政策就像株式会社那样从企业层次开始，权力的社会制度化上升到

以全体社会为基准的公的原则。 山之内认为塔尔科特·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的社会学就是为

适应这种社会转变而出现的。 在帕森斯那里，国家没有占据特殊的位置，仅仅是以政府的面貌出

现。 这个政府对于企业、家族以及其他组织仅仅是提供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服务而已。 国家没有

区别于市民社会的特殊性质。 国家已经降为与市民社会同一层次，家族也与市民社会处于同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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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山之内靖、ヴィクター·コシュマン、成田龍一編『総力戦と現代化』、Ⅰ—Ⅴ頁。
山之内靖「Ⅱ　 戦時期の社会政策論」、『社会政策叢書』編集委員会編『社会政策叢書』第 ２２ 巻、啓文社、１９９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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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按照山之内靖的解释，帕森斯认为市民社会完全是由个人的工具主义即合理主义所支配，在这

种社会，其秩序靠外部的强制权力来调整。 而在系统社会中，所有成员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机能作

用，权力在社会的所有领域“扩散”，社会全员相互支持共同行使权力，实现了集合体利益系统机能

的一元化。 权威和权力同质化，发挥着维持社会安定的系统机能。 山之内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社

会系统论是近代社会科学的集大成，从 １９ 世纪到 ２０ 世纪初的社会科学都是把精英与大众区分开

来，这是包括韦伯学说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基本观点，而伴随着新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已经超越了精

英和大众的界限，与这种变动相适应的就是社会系统论学说。①

其实，帕森斯的机能构造主义社会学之所以具有广泛影响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的繁荣和当

时的东西方对立的状况具有密切关系，带有冷战色彩。 许多人用帕森斯的社会学来说明某种社会

为什么繁荣，某种社会为什么未能发展。 山之内的观点也属于这类研究。
山之内认为在总体战体制下消极的个人主义被大幅削弱。 他引用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的观点

说，以往的经济学以生产活动为中心，但是消费活动也十分重要。 消费生活应该成为经济学的中心

问题。 战争动员体制就是将战时的生产和消费统一起来，具有合理性。 所以战时动员体制所推进

的合理化不但涉及公共生活还包括私人生活，创造了包括所有生活领域的系统循环体制。 战后日

本民主主义达到高峰，这种民主主义受到战时动员体制所形成的系统社会的强大影响，战后实现的

福祉社会与战争国家可以画等号。 现在的劳动阶级已经与马克思当初所预言的不一样，他们已经

在国民国家系统内部被统合起来。 这与后期马克思的观点不同，符合早期马克思主义即费尔巴哈

所主张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连带的观点。② 山之内的论文不但观点激进，而且理论框架宏大，
读起来比较难以理解，许多理论和概念缺乏具体说明和严密论证。

在《总体战与现代化》一书中，雨宫昭一对日本总体战体制与中间层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

为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之间，旧中间层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 ２０ 年代到 ３０ 年代初期，虽然

旧中间层在地域社会中依然参与政治、行政活动，但这是以其他集团也存在的多元化为前提的，在
地方社会的管理上其他集团和下层人士的参与在不断扩大。 从 ３０ 年代中期开始，急速推行总体战

的国家不允许地域社会中存在差别，通过消除社会对立而走向一元化。 地域社会的管理体制从水

平结构向垂直结构变化。 这不仅是从上向下的强制要求，还存在下层自身的诉求，一些阶层的困难

改由国家来解决。 这种自己革新的旧中间层就成为推动总体战体制形成的社会国民主义派和国防

国家派的社会基础。 由此，从上向下和从下向上的两种力量在社会基层相互配合。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原来的非主流势力和下层人士在地域社会中的影响扩大，而通过自己革新和国家推行的垂直一

元化政策，使得他们与旧中间层结合起来。 在这期间日本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和“下降型的均质

化”，从而消除了“上流”与“小民”的区别。 由抑制医生集团的独立性实现了“国民皆保险”，达到

了社会的平等化和有效率的合理化。 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 平等化和合理化是总体战体制所带

来的一个重要“成果”。③

在《总体战与现代化》作者之外，井上寿一也有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在战时体制下，农民运动

出现了自我抑制，走上调和路线，加上政府的调整政策，农户间经济差距缩小。 地租减额运动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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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内靖「システム社会における社会科学の方法—『社会科学のゆらぎ』から『ゆらぎの社会科学』へ—」、『社会情報』
第 ２ 巻第 ２ 号、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山之内靖「方法的序論　 総力戦とシステム統合」、山之内靖、ヴィクター·コシュマン、成田龍一編『総力戦と現代化』、
３５—４０ 頁。

雨宮昭一「既成勢力の自己革新とグライヒシャルトウングー総力戦体制と中間層」、山之内靖、ヴィクター·コシュマ
ン、成田龍一編『総力戦と現代化』、２４５—２５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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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减租只限定在出征士兵的家庭。 在租佃关系中发生诉讼时如果当事者是出征士兵，在对佃户

不利时则可向政府请求停止涨租。 当时的农民也不只是忍耐，有的农民组合在开会时除通过感谢

“皇军”的决议外，也要求政府制定对作为军粮仓库和提供兵员主体的农村实行新政策，例如制定

防止生产力减退和免除农家生活不安的应急对策。 人民战线事件后，农民运动已从阶级斗争路线

转换为阶级协调路线，在自行抑制佃农运动的同时对政府的《农地调整法》和《农业保险法案》也积

极支持。 对有利于地主的调和政策，农民们也提出如果不适当解决租佃关系就不能排除摩擦，就实

现不了真正的农村战时体制。 在战时，一些农民由于生活困难对战时统制不满，特别是佃农的抗议

活动又有所增加，为此，战时在农村就不得不进行“均衡化”，这就导致了下层农民经济地位上升和

地主阶层经济地位下降。 另外，战时城市和农村间的差距也在缩小。 许多农民成为城市劳动者或

到城市打工，农民在意识上也开始城市化。①

《总体战与现代化》的出版引起学界热烈讨论，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在关于这本书的共同评论会

上，作者和讨论者们进行了白热化的争论，会议大幅延长。② 在此后的研究中，关于战争动员的著

作几乎都要引用或介绍山之内靖的观点。③ 由此关于战时与战后关系的研究在学界开始流行。 例

如小林英夫指出官僚主导的日本型经济体制与战前动员体制有重要关系。④ 福井绅一也认为作为

总体战体制经济参谋部的企划院在战时制定了《经济新体制确立要纲》，将资本与经营分离，把企业目

标从利润转向本来的生产目的，虽然战时这被财界批判为“赤化思想”，没能实行，但是这个文件的

起草者们在战后吉田茂内阁及其后的经济政策制定上发挥了作用。⑤ 辛岛理人则将战时总体战研

究扩大到殖民地领域并与战后国际秩序演变联系起来思考。⑥ 不过，《年报　 日本现代史》出版专辑

发表了对《总体战与现代化》的系列书评，对其基本观点展开批判，出现了关于总体战体制论的争论。
赤泽史朗认为《总体战与现代化》与以往关于总体战政策及战争动员的研究不同，是从后现代

主义角度认识总体战的。 他指出，山之内靖对后现代主义和帕森斯的理解均带有自己的主观立场。
山之内对“阶级社会”“系统社会”和“总体战体制”等基本概念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他只是强调

总体战体制下的社会“平准化”与“系统社会”中公私领域的相互渗透，但对总体战体制与大众社会

有何具体联系却几乎没有说明。 山之内把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阵营的战争动员体制都看成

是一种社会政策的充实和改革，但是现在的一般观点则认为反法西斯阵营与战后福祉国家的形成

有关，而德国和日本这些法西斯阵营国家的社会政策和价值观均不承认劳动者的权利，这是与其独

自的、排外主义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其政策的实施也不彻底。 但是，山之内却将这种通行观点简单

否定，把纳粹的“强制均质化”夸大为“取消社会身份差别”，并将其看成是在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

营间共通的概念，完全忽视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
赤泽认为，在以社会为对象的学问领域，即使是在对事实的认定上也不能脱离最基本的价值

观。 把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等同的山之内的观点并不是基于实证分析，而是出于一种先验性的

价值判断。 山之内认为经过总体战的“系统社会”在私人领域和政治系统中与公共性已经没有区

别，现代西方就是全体主义的一种。 现代民主主义虽然出现了私人领域的变化和管理的社会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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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承认私人的个性自由则是民主主义体制的基本原则，这与对此完全否定的法西斯体制有着根本

的区别。 山之内对于法西斯体制与罗斯福新政体制没有从本质上加以区别，因为其对总体战体制

缺乏本质上的说明。①

高冈裕之认为，山之内把总体战这种新的战争形态看成是将社会的全体都纳入到支持战争并

在机能上走向合理化，人们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被包括在了一个系统循环的体制之中。 在现代史上

较之于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对立，山之内更强调总体战对于社会的重新编成。 但是，这并不

是从历史分析中得出新观点，而是来源于山之内对于战后日本社会基本发展状况的认识而提出的

“系统社会论”。 山之内虽然接受了帕森斯的理论，但是他更强调的是由“公民国家”的统合来否定

权力与个人、国家与资本、国家与社会的区别，这与帕森斯的理论存在重大差异。 高冈怀疑山之内

的“系统社会论”能否有益于现代史的研究。 虽然山之内强调总体战促进了“系统社会”的形成，但
是他对“系统社会”的具体指标却没有说明。 帕森斯认为系统社会起源于 １８ 世纪以来的产业革命

和民主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山之内仅仅将之归于总体战，因而缺乏有价值的探讨。②

森武麿对雨宫昭一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森武麿认为，即使是“强制均质化”，也不是中间层内

部的均质化。 在总体战生产主义的影响下相对作为传统权威的既成势力和有产阶级（资本家、大
地主和有声望的人），旧中间层（小工厂主、市镇工厂的师傅、小商店主、耕作地主、自耕农中坚势

力、雇农上层）在总体战的生产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其势力得以抬头，他们与既成势力相

接近，共同成为法西斯权力的社会基础。 雨宫认为总体战下的均质化与战后高度成长期的均质化

相同。 森武麿则认为，正是经过战后劳动改革和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劳动运动才最终形成了 ６０ 年代

的日本型企业治理模式，这与没有《劳动法》时代的战时劳动者地位完全不同。 把由法西斯体制所

派生的“强制均质化”套用在战后高度成长时期是不合适的。③
在另一本书中，森武麿提出，山之内靖从根本上对以往的通行观点进行批判，把法西斯主义和

民主主义都放在总体战体制之内，将两者视为是平行的。 这种观念所提出的“战时”和“战后”连续

性的理论基础，给现代历史学以强大影响，其结果是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从强化阶级统治即金融资

本独裁转变为通过战争推动了平等化和近代化，这是一种巨大转变。 受这种观点影响，研究女性史

的上野千鹤子认为，战时女性对于战争的协力和国家“保护母性”政策推进了“国民化”的进步，战
后女性参与社会就是国民化的一环。 不过森武麿却认为，战时日本的“强制同质化”虽然在劳资关

系、地主与雇农的关系上有所改进，但是战时体制内的矛盾却处于逐渐激化的过程，特别是 １９４３ 年

以后，官员、军人和资本家的不正当获利和经济犯罪日益扩大，以天皇为顶点的统治层精英与百姓

阶层的利益冲突也在发展，通过强制引入殖民地劳动力、临时工和学生劳动动员等“强制的动员体

制”，导致了新的阶层矛盾，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而且，这种“平准化”在社会全体上并不完全

一样，有的差别反而在扩大。 战时体制下的“强制均质化”与经济高度成长期的性质不同，《劳动组

合法》与劳资妥协在形态上也不一致。 所以，这种战时与战后体制“连续论”的观点缺乏对战后改

革和大众运动的应有评价。④
森武麿指出，战时的村落社会并不平等，存在阶层差别。 地主阶层中的寄生地主逐渐衰落，耕

作地主势力抬头。 贫农层与中农层的差距扩大，由于实行部落责任制，被半强制性要求交售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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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澤史朗ほか編『総力戦·ファシズムと現代史』、『年報　 日本現代史』１９９７ 年第 ３ 号、２—７ 頁。
赤澤史朗ほか編『総力戦·ファシズムと現代史』、『年報　 日本現代史』１９９７ 年第 ３ 号、１０—２３ 頁

赤澤史朗ほか編『総力戦·ファシズムと現代史』、『年報　 日本現代史』１９９７ 年第 ３ 号、３４—３７ 頁。
森武麿「総力戦·ファシズム·戦後改革」、倉沢愛子ほか編『岩波講座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 １　 なぜ、いまアジア·

太平洋戦争か』、１３４—１３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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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效率低的贫农与中农的税率一样，导致贫农负担加重，其结果就是寄生地主和贫农被淘汰，
耕作地主和中农等生产农民地位上升，所以绝不能对战时的平等化、平准化评价过高。①

虽然围绕总体战体制论展开了激烈争论，对战时国家政策的评价也存在重大分歧，但此后日本

学界关于战时农村动员的研究确实更多地关注到了战时国家政策对农村社会阶层利益的调整以及

社会平准化和公共性等方面，深化了战时农村统制的研究。 庄司俊作从近代日本农政史的角度考

察了战时农村动员体制及其政策。 庄司指出，１９３７ 年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维持农业生产保

证后方农村的稳定，政府制定《农地调整法》，以消解农村的阶级对立，将地主和佃户的权利义务关

系用法律固定下来。 这个具有将农地所有权社会化企图的战时立法限制了土地所有权的绝对性，
动摇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将土地租借权物权化，可以通过裁判进行调停。 该法强化了对租佃关系的

调节。 根据《土地调整法》，佃农加强了对地主所有土地的租借权，没有正当的理由地主不能随意

收回土地。 以此将租佃双方的权利明确化，避免了围绕土地的争议。 该法律实行后，关于土地的争

议确实大幅减少。 市町村设立农地委员会，根据《土地调整法》，通过裁判调停租佃纠纷。 这种农

地委员会属于国家机关，由会长和委员组成合议制机构。 会长（市町村长）和委员由知事任免，是
没有薪水的名誉职。 为了使委员能代表各阶层的利益，规定委员要保证一定人数。 其目的主要是

调整租佃关系，扩大自耕农，实行农地交换以及农地管理等。 庄司指出，关于农地统制的法律其后

又不断完善，政府发布《佃农地租统制令》（１９３９ 年）、《临时农地价格统制令》（１９４１ 年）和《临时农

地等管理令》（１９４１ 年），由此从收益、价格和权利转移三个方面由国家对农地的所有权进行统制。
这些法律规定农地价格以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当时的价格为基准，市町村农地委员会在知事的许可下可以

对地租以及减免条件进行变更。 关于农地的使用则要求农地的农业外转用必须得到知事的

许可。②

大门正克认为战时政策导致了国家力量介入农村社会。 为达成动员计划而要求农民发挥自发

性，这是自上而下的号召，以此来消除佃户争议之类的对抗。 更生运动带有半强制的“同质化”倾
向。 自耕农、中等佃户等大多充任了农事实行组合长，这是从上向下的平准化。 这种平准化在社会

上就是普选，以平等主义进行社会重组。 大门认为右翼农民运动带来村落社会的变化，首先是根据

“一君万民”“兵农一致”理念进行的“拟制革命”，促进了农民法西斯主义的形成。 其次就是在“一
君万民”的口号下强调“在天皇下的平等”。 由此便由“普选的平等主义”变为“天皇制的平等主

义”，这与战时政党制倒退，普选成为形式化的状况相呼应。③

梶井功等认为战时“公共性”得到扩大。 战时统制政策是依靠部落机能保证实现国家农业生

产目的，同时也强化了部落机能。 共同生产、流通等使得部落共同关系机能得到强化，这种强化使

得国家的“公共性”和部落的“公共性”进一步联系起来。 将国家的“公共性”转化为村落行为主要

是通过村落行政的中心人物实行，再加上补助金这种利益的推动。 由此，部落的“公共性”便向农

家的“个人领域”渗透，使得战争期间“公共性”被极限扩大。④ 以上这些研究扩展了农村动员的领

域，关注到战时社会结构的变动问题。 这种研究与总体战体制论既有关系也有区别。
关于战时妇女社会地位上升的问题，井上寿一认为战时妇女地位的确有所上升。 战争期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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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中国基層社会史研究会編『ワークショップ　 戦時下農村社会の比較研究』、汲古書院、２００８ 年、４６ 頁。
庄司俊作『近代日本の農村　 農政の原点をさぐる』、１６８—１７２ 頁。
大門正克「第三章　 農村社会構造分析」、伊藤正直、大門正克、鈴木正幸『戦間期の日本農村』、世界思想社、１９８８ 年、

５４—１６０ 頁。
戦後日本の食料·農業·農村編集委員会編『戦後日本の食料·農業·農村第 １ 巻　 戦時体制期』、農林統計協会、２００３

年、３２３ 頁。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农村广泛建立邻组，农村每 ５ 户或 １０ 户组成“五人组”“十人组”，定期

召开会议，挂会旗、敲大鼓、举行遥拜仪式、齐唱国歌、举行出征军人“武运长久”祈愿，还有意见发

表、交流心得资料和谈体验等。 以往参加这种活动的都是家长，但在战时为了动员妇女，出现了男

女地位的“平准化”现象，特别是在后方支援如生产和卫生、育儿方面都要求妇女出席参加。① 不

过，吉田裕却指出，战时由于劳动力不足便动员女性从事劳动，但参加的基本上都是未婚女性，让已

婚女性留在家中，维护“家”制度是日本政府的基本观念。 当时由陆军省指导的帝国军人会的小册

子中就要求女性一旦结婚就要严守贞节，丈夫去世后要一生守寡，强调这就是“日本的妇道”。② 这

与战后的男女同权、妇女地位上升显然性质不同。

结　 语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出发，关注到法西斯主义与日本传统农

村社会的内在关系，力图从农村运动和村落共同体角度解释日本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同时也从

这个视角分析农村战争动员的村落社会基础及其组织形态。 此后，对于农民运动的分裂和转化、统
制体制的形成、村落共同体的重组、农村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民支持战争的心态等进

行了实证性分析，标志着研究的深化。
但是，在经历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

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体制，甚至认为其具有“合理性”的
倾向。 将民主主义国家的战时新政与法西斯主义的强制动员政策混为一谈，其代表观点就是总体

战体制论。 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但是其影响不容忽视。 此后将“战时”与“战
后”联系起来，对于战时动员政策不加批判地肯定，或者更多的是那些不带有价值观判断的所谓

“客观”研究则大行其道。
不过，从学术史角度讲，“总体战体制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战后历史学”存在巨

大隔阂，但是在方法论上，将“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政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动

与战后发展的关联，这对其后的战争动员研究确实带来重大影响，这不仅在日本史领域还波及日本

的东洋史研究。 近年关于中国抗战时期后方动员体制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动员政策以及战时日中

总体战体制（包括社会组织程度和国民意识形成以及社会平准化压力等）的比较研究等已经出现

了一些重要成果。③ 对于这种学术动向亦值得关注。

〔作者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 马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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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寿一『理想だらけの戦時下日本』、筑摩書房、２０１３ 年、１５１—１５６ 頁。
吉田裕『日本軍兵士———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現実』、中央公論新社、２０１８ 年、１７６—１７７ 頁。
这方面的成果有笹川裕史、奥村哲『銃後の中国社会　 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ワークショップ　 戦時下農村社

会の比較研究』；中国基層社会史研究会編『シンポジウム　 戦争と社会変容』、汲古書院、２０１０ 年；笹川裕史『中華人民共和国誕

生の社会史』、講談社、２０１１ 年；久保亨「東アジアの総動員体制」、和田春樹ほか編『岩波講座　 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 ６　 アジア太

平洋戦争と「大東亜共栄圏」１９３５—１９４５』、岩波書店、２０１１ 年；中国基層社会史研究会編『ワークショップ　 中国基層社会史研究

における比較史的視座』、汲古書院、２０１２ 年；奥村哲編『変革期の基層社会———総力戦と中国·日本』、創土社、２０１３ 年；久保亨、
波多野澄雄、西村成雄編『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４ 年；笹川裕史編『戦時秩序に巣喰う
「声」 　 日中戦争·国共内戦·朝鮮戦争と中国社会』、創土社、２０１７ 年。 受篇幅限制，关于这些成果将在别文总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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